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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黄逵友　 李增福　 潘南佩　 倪江崴∗

　 　 摘要: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基

于 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ꎬ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

额ꎬ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ꎬ结论依然成立ꎮ 机制研究发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

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ꎮ 进一步的异质

性研究发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中更为显著ꎮ 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

现ꎬ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ꎬ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ꎮ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ꎻ劳动收入份额ꎻ数字经济ꎻ融资约束ꎻ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５

一、引言

过低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将导致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失衡ꎬ个体收入差距拉大ꎬ国民消费

水平下降ꎬ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ꎮ 党的十八大和二十大均强调要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ꎮ 当前ꎬ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ꎮ ２０２１ 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ꎬ加快数字化发展ꎬ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ꎬ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转型ꎮ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将先进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

等)引入生产管理、组织运营和研发创新等环节(倪克金、刘修岩ꎬ２０２１)ꎮ 通过数字化转型ꎬ
企业期望达到改进重大业务、简化运营过程或创建新商业模式(Ｗａ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Ｗäｇ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体验(Ｖｉ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的目标ꎮ 学术界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经济后果给予了诸多关注ꎬ但较少文献就数字化转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

研究ꎮ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ꎬ我国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时代背景下ꎬ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ꎮ
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ꎮ 前期学者就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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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影响的讨论ꎬ给本文研究的开展予以极大的启发ꎮ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ꎬ数字技术的应

用会大幅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ｃＡｆｅｅꎬ ２０１４)ꎬ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

下降(Ａｋａｅ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也有学者认为ꎬ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社会的自动化水平ꎬ
降低了传统工作岗位的需求ꎬ但同时也会增加更多高技能的工作岗位需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 ２０１８)ꎬ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ꎮ 受这一争议的启发ꎬ本文利用中国 Ａ 股上

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检验ꎬ结果显示已经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要远高

于未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ꎮ 那么ꎬ为什么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呢?
为探索上述问题ꎬ本文首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原因进行理论

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路径可分解为以下两条:一是融

资约束缓解效应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绩效(何帆、刘红霞ꎬ２０１９)与信息透明度ꎬ降
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ꎬ从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ꎬ提高了劳动收入份

额(汪伟等ꎬ２０１３)ꎮ 二是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ꎮ 数字化转型优化了企业的组织结构(陈冬

梅等ꎬ２０２０)ꎬ降低了企业的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曾建光、王立彦ꎬ２０１５)ꎬ提高了企业的决策

水平(周卫华、刘一霖ꎬ２０２２)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ꎬ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李小荣等ꎬ２０２１)ꎮ
基于上述理论推断ꎬ本文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

证检验ꎮ 实证结果表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水平存在缓解效应ꎬ而对内部控制质量

具有提升效应ꎮ 在双重效应叠加影响下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正向

促进效应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１)利用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ꎬ在一定

程度上回应了学术界“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抑或是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争议性话题ꎻ
(２)进一步拓展和补充了微观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ꎻ(３)进一步丰富了企

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研究ꎬ对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要素收入分配问

题展开探索ꎻ(４)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改善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ꎬ促进共同富裕ꎬ提供了重

要的政策启示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ꎮ 国内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大体可

以分为 ２０２１ 年之前以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为主的规范研究与 ２０２１ 年之后以数字化

转型经济后果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ꎮ 规范性论文主要关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新商业模式

(Ｗａ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Ｗäｇｅｒꎬ ２０１９)、企业数字化变革“降成本” “提效率” “强创新”的渠道机制(刘
杰ꎬ２０１９)、企业管理变革(戚聿东、肖旭ꎬ２０２０)等ꎮ 实证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了数字化转型的

经济后果ꎬ包括推动企业金融化(杨名彦、浦正宁ꎬ２０２２)、促进企业成长(倪克金、刘修岩ꎬ
２０２１)、提高股票流动性(吴非等ꎬ２０２１)等ꎻ也有学者关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ꎬ
如供应链金融(张黎娜等ꎬ２０２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ꎮ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ꎬ前期文献已经做了充分讨论ꎮ 本文将这些影响因

素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ꎮ 首先ꎬ在宏观层面ꎬ学者们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白重恩、钱震

杰ꎬ２０１０)、技术偏向性进步(陈宇峰等ꎬ２０１３)以及 ＦＤＩ(郭玉清、姜磊ꎬ２０１２)等角度阐述了其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ꎮ 其次ꎬ在微观层面ꎬ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施新政等ꎬ２０１９)、债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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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轩宇、贾婧ꎬ２０２１)、制造业产出服务化(陈丽娴、沈鸿ꎬ２０１９)、绿色信贷政策(范源源、李
建军ꎬ２０２２)等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ꎮ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我国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时代背景下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显

得尤为重要ꎮ 虽然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已经给予了诸多关注ꎬ但只有少量文献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这一主题展开研究ꎮ 不过ꎬ前期学者围绕数字技术应用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所展开的讨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ꎮ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ꎬ“机器代替

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ꎮ 这减少了企业对劳动要素的使用ꎬ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支出ꎬ从而提

高了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ｃＡｆｅｅꎬ ２０１４)ꎬ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Ａｋａｅ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数字技术的应用虽然提升了社会的自动化生产水平ꎬ但其过程

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持ꎬ而且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使用都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ꎮ 即数字技术

的应用在减少传统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将增加更多的高技能工作岗位ꎮ 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

的增加将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 ２０１８)ꎬ从而带来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升ꎮ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将先进数字技术引入生产管理、组织运营和研发创新等环

节(倪克金、刘修岩ꎬ２０２１)ꎮ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ꎬ也是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ꎮ 但是ꎬ数字技术应用并不等同于企业数字化转型ꎮ 企业数字

化转型是对企业业务模式的全面改变(Ｗａ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Ｗäｇ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而非仅限于企业对数字技

术的应用ꎮ 因此ꎬ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更不等同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ꎮ 那么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是否会产生影响? 影响机制又是

什么? 基于上述问题ꎬ我们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展开进一

步的理论分析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路径分解为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与内部控

制提升效应ꎮ
１.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首先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的“信息效应”ꎮ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外部融资约束的主

要原因之一(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ｌｕｆꎬ １９８４)ꎬ当外部投资者无法了解到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时ꎬ资金

供给方无法区分优质企业与劣质企业ꎬ难以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ꎬ导致企业融资困难ꎮ 数字

化转型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高效精准地处理大量的业务和财务数据ꎬ并可通过数字化平台

及时地将经营数据与财务信息“推送”到外部市场(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ꎬ大大降低了企业与外部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ꎮ 随着信息不对称水平的下降ꎬ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投资ꎬ缓
解其融资约束(于蔚等ꎬ２０１２)ꎮ 其次ꎬ企业对外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时ꎬ还存在正向的“曝光

效应”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新时代新阶段下的社会建设发展热点ꎮ 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ꎬ顺应了国家的发展战略ꎬ可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扶持ꎬ由此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ꎻ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ꎬ既是当前业务模式的升级ꎬ也是对未来业绩的投资ꎬ对外传递企业竞争力

得到持续提升的正向信号(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ꎬ从而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ꎮ 综上而言ꎬ企业

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信息效应”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ꎬ通过正向的“曝光效应”提升外部

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的信心ꎬ两种效应都将有效地提高企业从外部获取资金的能力ꎬ
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ꎮ

汪伟等(２０１３)认为ꎬ融资约束是劳动收入份额多年以来持续缓慢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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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企业面临外部融资

困难时ꎬ将通过内部储蓄来应对借贷约束ꎬ从而降低可分配利润ꎬ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降ꎻ二
是当企业无法从外部获得所需的运营资金时ꎬ企业倾向于减少劳动力的雇佣或压缩现有的

工资水平(汪伟等ꎬ２０１３)ꎮ 江轩宇和贾婧(２０２１)研究发现ꎬ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缓解了融资

约束水平ꎬ进而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ꎮ 综上所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效应”与“曝光

效应”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ꎬ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ꎮ
２.内部控制提升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商业模式ꎬ数字化技术赋予

的管理思想和内部控制方法将嵌入企业的日常运作中ꎬ财务与内部控制过程更具透明度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ꎬ２０１９)ꎬ从而改善企业的内部环境ꎮ 通过数字化工具的使用ꎬ企业可以

动态分析并前瞻性地预警风险及控制风险(倪克金、刘修岩ꎬ２０２１)ꎬ提高了风险评估与应对

能力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构建新的会计信息、管理信息、决策支持及人工智能系统ꎬ减少信

息扭曲ꎬ提高决策支持的效率与稳健性(周卫华、刘一霖ꎬ２０２２)ꎮ 陈冬梅等(２０２０)也发现数

字化转型后企业的信息传输链条和网络更加畅通、高效ꎬ能够更好地优化企业组织结构ꎮ 数

字技术的使用ꎬ还降低了委托人控制管理行为的监督成本ꎬ减少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

代理成本(曾建光、王立彦ꎬ２０１５)ꎮ 综上分析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

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五个方面①将数字信息技术手段与内部控制相结合ꎬ提升了

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ꎮ
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ꎬ将促进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提升ꎮ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ꎬ企

业内外部各方越了解企业的劳动力投资机会(Ｐｉｎｎｕｃｋ ａｎｄ Ｌｉｌｌｉｓꎬ ２００７)ꎬ企业的劳动力投资

效率也越高ꎮ 李小荣等(２０２１)发现ꎬ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地提升了劳动力投资效率ꎬ
从而增加了企业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需求ꎬ而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意味着企业将为

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薪酬ꎮ 因此ꎬ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ꎮ
３.研究假说

由上述分析可知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借助“信息效应”与“曝光效应”ꎬ缓解了企业的融资

约束水平ꎬ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ꎻ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

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环节的促进与提升ꎬ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ꎬ增加

了企业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水平与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ꎬ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与“内部控制提升效应”共同推动劳动收入份额

的增长ꎮ 因此ꎬ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ꎮ
研究假说: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此外ꎬ本文还探讨了在不同企业所有权与不同技术发展水平时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有何不同ꎮ 首先ꎬ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出发ꎬ相比薪酬体制更灵活的非

国有企业ꎬ国有企业员工享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收益增长红利的可能性更低ꎻ同
时ꎬ相比依靠自我积累、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非国有企业ꎬ国有企业面临更低的融资约束水

平ꎬ从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不如非国有企业明显ꎮ 其次ꎬ从企业不同

８１

①依据陈汉文教授主持的厦门大学内控指数课题组(２０１０)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编制规

则而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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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发展水平出发ꎬ相较而言ꎬ高新技术企业比非高新技术企业更容易受金融机构的青

睐ꎬ更有可能因“信息效应”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ꎻ同时ꎬ相比技术积累相对较少的非

高新技术企业ꎬ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所需的投资也更低ꎮ 因此ꎬ数字化转型在

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可能更为显著ꎮ 本文将在异质性检

验环节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ꎬ参考已有文献

(吴非等ꎬ２０２１)的做法ꎬ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剔除 ＳＴ、∗ＳＴ 和暂停上市的公司ꎻ
(２)剔除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期间进行 ＩＰＯ 的公司ꎻ(３)剔除企业总资产为负与主要变量缺失

的公司ꎮ 经上述处理后ꎬ最终得到 １ ６２０ 个上市公司连续 １０ 年的公司－年度平衡面板数

据样本 １６ ２００ 个ꎮ 本文股权性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与 ＣＣＥＲ 色诺芬数据

库ꎬ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ꎬ其余数据除特别标示外均来自

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ꎮ 本文还对样本企业微观财务连续变量在 １％和 ９９％处进行了

缩尾处理ꎮ
(二)模型设定

借鉴已有研究(施新政等ꎬ２０１９)ꎬ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本文

构建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ＬＳｉꎬｔ ＝α１＋β１ＤＣＧ ｉꎬｔ＋γ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δ１Ｙｅａｒｔ＋θ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ＬＳｉ ꎬｔ为被解释变量ꎬ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ꎻＤＣＧ ｉ ꎬｔ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

量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ꎬ衡量企业 ｉ 在 ｔ 年数字化转型程度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ꎬｔ表示一系列

的控制变量ꎮ 为提高回归结果的可靠性ꎬ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时间(Ｙｅａｒ)和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
固定效应ꎬ并对所有的回归方程采用企业 Ｃｌｕｓｔｅｒ 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ｔ 统计量ꎮ

(三)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参考施新政等(２０１９)的做法ꎬ本文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的计算方法为“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ꎮ 其中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来

自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现金流量表ꎬ“营业总收入”来自利润表ꎮ 另外ꎬ本文还采用了

其他两种方法计算劳动收入份额ꎬ分别是( １) ＬＳ２: 参考胡弈明和买买提依明祖农

(２０１３)ꎬ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劳动者薪酬除以公司期末总资产ꎬ其中劳动者薪酬等于“支付

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加“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再减去“期初应付职工薪酬”ꎻ
(２)ＬＳ３: 参考魏下海等(２０１３)ꎬ对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 作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转换ꎬ并进一步取自然对

数ꎬ即 ＬＳ３ ＝ ｌｎ(ＬＳ / (１－ＬＳ))ꎮ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 ＤＣＧꎬ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ꎬ初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

据库ꎮ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中关于 ＤＣＧ 的衡量方法是依据“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体系ꎬ统计和

计算上市企业年报中有关“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出现的频率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ꎮ 这

类特征词包括“人工智能(ＡＩ)”“大数据(ＢＤ)”“云计算(ＣＣ)”“区块链技术(ＤＴ)”和“数字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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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ＡＤＴ)”五大类目ꎬ每一类目下包含更详细的特征词①ꎮ 这些特征词代表着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整体指标ꎬ词频数量越多(ＤＣＧ 的值越大)ꎬ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ꎮ 由于

该类数据的取值和被解释变量差距很大ꎬ且具有“右偏性”的特征ꎬ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的做

法ꎬ对数值加 １ 后取对数处理ꎮ 此外ꎬ本文还采用了吴非等(２０２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

标(ＤＣＧ２)作为替换变量ꎮ
３.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施新政等ꎬ２０１９)ꎬ本文选取了对企业收益有直接影响的总资产收

益率(ＲＯＡ)、公司规模(Ｓｉｚｅ)ꎬ影响资本收入份额的资本结构(Ｌｅｖ)、资本密集度(ＣＩ)、资本

产出比(ＫＹ)ꎬ影响收益分配决策的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０)、公司性质(ＳＯＥ)等企业特征控制变

量ꎮ 此外ꎬ行业、地区的差异都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ꎮ 本文选取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
代表不同行业的行业内竞争水平ꎬ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Ｐ)表示不同省份之间的地域

特征ꎮ
各变量具体定义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简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

ＬＳ２
劳动者薪酬除以公司期末总资产ꎬ其中:劳动者薪酬 ＝支付
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
付职工薪酬

ＬＳ３ ＬＳ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转换后ꎬ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的词频数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ＤＣＧ２ 详细计算方法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

控制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公司年度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公司年末总资产(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资本结构 Ｌｅｖ 公司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ＣＩ 公司年末总资产除以营业总收入

资本产出比 ＫＹ 公司年末固定资产净额除以营业总收入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０ 公司年末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性质 ＳＯＥ 按公司年末实际控制人的性质确定其是否为国有企业ꎬ是
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

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行业内所有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占该行业营业总收入的份
额的平方和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Ｐ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我们可以看出ꎬ样本期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 ０.１２ 和 ０.１０ꎬ这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近似呈现正态分布ꎮ 企

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 １.１６ 和 ０.６９ꎬ最小值为 ０ꎬ这表明仍有相当一部分

样本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内未进行数字化转型ꎬ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企业当中仍

然存在很大的深化推进空间ꎮ 公司性质 ＳＯＥ 的统计结果显示ꎬ约 ５１％的样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国有资本ꎮ 其余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与文章主要参考文献的相关统计描述基本一致ꎬ

０２
①限于篇幅ꎬ本文未列出具体的特征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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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再赘述ꎮ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Ｓ １６ ２０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４９
ＤＣＧ １６ ２００ １.１６ ０.６９ １.３２ ０ ６.１１
Ｓｉｚｅ １６ ２００ ８.６８ ８.５１ １.３１ ５.５３ １２.１５
Ｌｅｖ １６ ２００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９４
ＣＩ １６ ２００ ２.５２ １.８７ ２.２０ ０.３９ １５.０６
ＫＹ １６ ２００ ０.５４ ０.３３ ０.６７ ０.０１ ４.３５
ＲＯＡ １６ ２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２０
Ｔｏｐ１０ １６ ２００ ５５.６４ ５５.６７ １５.１９ ２３.２８ ９０.３９
ＳＯＥ １６ ２００ ０.５１ １ ０.５０ ０ １
ＨＨＩ １６ ２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１ １
ＧＤＰＰ １６ ２００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９ ０.４５ ９.７１ １２.０１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报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检验结果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ＬＳ ＬＳ ＬＳ
(１) (２) (３)

ＤＣＧ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４.１４１) (２.１３７) (５.９２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６∗∗∗

(－１０.６２０)
Ｌｅｖ －０.０５６∗∗∗

(－５.７５４)
ＣＩ ０.００８∗∗∗

(７.２８１)
ＫＹ ０.０１６∗∗∗

(４.４８３)
ＲＯＡ －０.１３６∗∗∗

(－６.６２７)
Ｔｏｐ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
ＳＯＥ ０.０１４∗∗∗

(４.６６０)
ＨＨＩ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９)
ＧＤＰＰ ０.００３

(０.７９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７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７９∗∗∗

(８０.６７２) (９.２９０) (４.３４２)
年度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Ｒ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８ ０.３６２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ꎻ括号内为经过企业 ｃｌｕｓｔｅｒ 稳健标准误调整
的 ｔ 值ꎮ 下同ꎮ

１２



黄逵友　 李增福　 潘南佩　 倪江崴: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表 ３ 中ꎬ第(１)列为简单的双变量回归ꎬ第(２)列引入了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ꎬ第(３)列
则进一步包含了全部控制变量ꎮ 三组回归的结果均显示ꎬ企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

至少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ꎮ 进一步地ꎬ以控制所有控制变量的第(３)列结果为例阐述回归

系数的经济含义: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 ０.００８ꎬ意味着企业数字化程度每提高一单位标准差ꎬ将提

高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８×１.３２) 单 位 劳 动 收 入 份 额ꎬ 提 升 幅 度 相 当 于 样 本 均 值 的

９.２％( ＝ ０.０１１ / ０.１２)ꎻ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与资产负债率(Ｌｅｖ)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 １％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ꎬ表明企业资产规模与负债水平越高ꎬ企业生产的资本投入比例也越高ꎬ相应

地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ꎻＳＯＥ 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１４ꎬ表明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ꎬ国有企业

相较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要高 ０.００７( ＝ ０.０１４×０.５)ꎬ相当于样本劳动收入份额均值的

５.８％( ＝ ０.００７ / ０.１２)ꎻ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期文献(范源源、李建军ꎬ２０２２)大致相同ꎬ不
再赘述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的研究假说得到了初步的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

劳动收入份额ꎮ
(二)稳健性检验

１.剔除重大宏观事件的影响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期间ꎬ主要有两件重大的宏观事件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

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一是 ２０１５ 年的中国股灾ꎬ二是 ２０２０ 年的疫情ꎮ ２０１５ 年 Ａ 股股灾对本文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影响途径有:第一ꎬ股灾发生时ꎬ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价值大幅下

跌ꎬ导致其自身持有资产的公允价值大幅减少、盈利水平降低ꎬ使得员工的劳动收入水平上

下波动ꎬ劳动收入份额发生变动ꎻ第二ꎬ股灾发生后ꎬ股票市场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票跌幅

超过了 ５０％ꎬ二级市场的持续低迷将负面影响传导至一级市场ꎬ使企业的融资现金流断裂、
融资能力下降ꎬ进而导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资受限ꎬ使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面临

阻滞ꎮ 另外ꎬ始于 ２０１９ 年、爆发于 ２０２０ 年的疫情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产生

影响: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的冲击ꎬ纷纷降薪、裁员、减少或中止投资以维持企业的持续

发展ꎮ 这些现象导致的后果是:企业的投资减少了ꎬ数字化转型进程受到牵制ꎻ同时ꎬ劳动者

被降薪ꎬ收入减少ꎬ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发生改变ꎮ
为剔除上述两个事件可能存在的影响ꎬ本文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将此类受重大宏

观事件影响的样本剔除后的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ꎮ 具体做法如下:第一ꎬ仅剔除 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ꎮ 虽然疫情始于 ２０１９ 年ꎬ但在疫情初始阶段ꎬ其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ꎮ 对企业、
员工和国家宏观经济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从 ２０２０ 年初开始ꎮ 因此ꎬ本文在剔除 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后对基本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１)列所示ꎮ 第二ꎬ剔除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ꎮ 综合考虑股灾与疫情发生的时间ꎬ同时考虑到股灾的后效性特征ꎬ我
们剔除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全部样本数据后ꎬ对基准模型再次进行回归检验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２)列所示ꎮ 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ꎬ在剔除疫情与中国股灾可能的影响之后ꎬ企业

数字化转型依然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ꎮ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ꎬ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比

较稳健的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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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稳健性检验:删除部分样本
剔除疫情影响 剔除股灾与疫情影响

(１) (２)
ＤＣ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５.７６５) (５.４４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 ５８０ ６ ４８０
Ｒ２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３

　 　 注:限于篇幅ꎬ未报告全部回归结果ꎮ 下同ꎮ

２.延长观测时间窗口

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本文延长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时间考察

窗口ꎮ 表 ５ 第(１)—(３)列展示的是将核心解释变量 ＤＣＧ 滞后 １—３ 期处理后的回归结果ꎬ
第(４)—(６)列展示的是将被解释变量 ＬＳ 前置 １—３ 期处理后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表明ꎬ无论

是对 ＤＣＧ 进行滞后处理抑或是对 ＬＳ 进行前置处理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均保持一致的正向促进作用ꎬ且回归系数并未随滞后与前置处理出现大幅的变动ꎮ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序列内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具

有叠加特征的促进作用ꎬ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长效性与持续性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延长观测时间窗口
ＬＳ ＬＳ ＬＳ Ｆ.ＬＳ Ｆ２.ＬＳ Ｆ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Ｃ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１０.７３３) (９.２９２) (８.４１７)
Ｌ.ＤＣＧ ０.００８∗∗∗

(１２.７３１)
Ｌ２.ＤＣＧ ０.００８∗∗∗

(１２.４６１)
Ｌ３.ＤＣＧ ０.００９∗∗∗

(１２.２２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 ５８０ １２ ９６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４ ５８０ １２ ９６０ １１ ３４０
Ｒ２ ０.３６３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７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５

３.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及高维固定效应缓解内生性问题

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量ꎬ我们在控制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ꎬ继续控制企业个体

固定效应ꎬ以避免遗漏企业层面个体特征而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ꎮ 进一步地ꎬ不同省份、
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年度下的企业个体可能会面临着系统性差异ꎬ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宏

观经济因素在不同地区或者不同行业会产生异质性影响ꎮ 因此ꎬ参考江轩宇和贾婧(２０２１)
的做法ꎬ在控制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的基础上ꎬ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年度－行业－省份”层面的

固定效应ꎬ以减弱由于系统性差异可能带来的偏误问题ꎮ 表 ６ 第(１)列展示的是加入企业个

体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ꎬ第(２)列展示的是加入“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

果ꎮ 结果显示ꎬ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ꎬ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ꎬ企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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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得到了提高ꎮ 在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及高维固定效应后ꎬ本文研究结论未

发生改变ꎮ

　 　 表 ６ 　 　 稳健性检验:加入高维固定效应
ＬＳ ＬＳ
(１) (２)

ＤＣ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２.６３７) (５.１３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行业 控制 未控制

年度×行业×省份 未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２００ １５ ０５３
Ｒ２ ０.４６３ ０.８４４

４.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参考何帆和刘红霞(２０１９)、李增福等(２０２１)ꎬ我们分别采用上年度该企业所在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 ＬＡＤＣＧ 和该企业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ＬＤＣＧ 为工具变量ꎬ并采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回归检验ꎮ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工具变量是考虑到:在相关

性方面ꎬ显而易见地ꎬＬＡＤＣＧ、ＬＤＣＧ 与 ＤＣＧ 是相关的ꎻ外生性方面ꎬＬＡＤＣＧ、ＬＤＣＧ 并未对

ＤＣＧ 产生直接的影响ꎬ且不受 ＤＣＧ 的影响ꎬ是外生的ꎮ 因此ꎬ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

性和外生性这两个前提条件ꎮ ＬＡＤＣＧ 与 ＬＤＣＧ 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显著性检验①ꎬ说明模

型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表 ７ 第(２)、(４)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ꎬＬＡＤＣＧ、ＬＤＣＧ
与 ＤＣＧ 均显著正相关ꎬ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趋同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连惯

性ꎮ 表 ７ 第(１)、(３)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ꎬＤＣＧ 系数均大于 ０ꎬ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

性检验ꎮ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在剔除可能的内生性影响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与劳动

收入份额保持正相关的关系ꎮ

　 　 表 ７ 　 　 稳健性检验:ＩＶ－２ＳＬＳ
工具变量为:ＬＡＤＣＧ 工具变量为:ＬＤＣＧ

第二阶段回归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３)

第一阶段回归
(４)

ＬＳ ＤＣＧ ＬＳ ＤＣＧ

ＤＣＧ ０.０３７∗∗∗

(４.１６５)
０.００９∗∗∗

(１２.７６７)

ＬＡＤＣＧ ０.４４１∗∗∗

(９.８９９)

ＬＤＣＧ ０.８３４∗∗∗

(１５４.０３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１４ ５８０ １４ ５８０
Ｒ２ ０.２３３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３ ０.７７９

４２
①ＬＡＤＣＧ、ＬＤＣＧ 的弱工具变量检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分别为 ６２７１ 和 ４２０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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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替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为排除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指标的设定偏差ꎬ本文使用另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指标 ＬＳ２ 与 ＬＳ３ 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分别放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检验ꎮ 回归

结果如表 ８ 第(１)列与第(２)列所示ꎮ 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与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２、ＬＳ３ 在两个回归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４ 和 ０.０７２ꎬ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ꎮ 这

表明ꎬ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因为劳动收入份额指标设定方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ꎬ是稳健一致

的ꎮ

　 　 表 ８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ＬＳ２ ＬＳ３ ＬＳ ＬＳ２ ＬＳ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ＣＧ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２∗∗∗

(５.７１２) (６.０８３)
ＤＣＧ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５∗∗∗

(５.６５２) (４.９５７) (５.６２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０
Ｒ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８３ ０.３６１ ０.３３２ ０.３８１

为进一步排除变量设置偏误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还使用吴非等(２０２１)所采用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ＤＣＧ２)替代此前回归的解释变量 ＤＣＧ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再检验ꎮ 同时ꎬ为了再一次检验劳动收入份额代理指标 ＬＳ 设定的合

理性ꎬ我们将 ＬＳ２ 与 ＬＳ３ 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入模型(１)中进行回归检验ꎮ 结果如表 ８ 第(３)
至(５)列所示ꎬ对三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ＬＳ２ 与 ＬＳ３ꎬ解释变量 ＤＣＧ２ 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７、０.００４ 与 ０.０６５ꎬ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ＤＣＧ２ 对不

同方法衡量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系数与 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大小非常接近ꎬ表明两种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标的设定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ꎮ 上述研究表明ꎬ本文的回归结果并未受到特定

指标计算方法的限制ꎬ是比较稳健的ꎮ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本文理论分析部分已经比较充分地证实: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利

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接下来ꎬ我们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

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分别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ꎮ
１.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

参考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２０１０)、鞠晓生等(２０１３)的做法ꎬ本文采用 ＳＡ 指数来衡量企业

融资约束水平ꎮ ＳＡ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０.７３７×Ｓｉｚｅ＋０.０４３×Ｓｉｚｅ２－０.０４×Ａｇｅꎬ其中ꎬＳｉｚｅ 为期

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ꎬＡｇｅ 为企业成立的年龄ꎮ ＳＡ 指数的绝对值越大ꎬ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水平越高ꎬ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越弱(鞠晓生等ꎬ２０１３)ꎮ 由于计算得到的 ＳＡ 指数均小于

零ꎬ为便于解读结果ꎬ本文对 ＳＡ 指数取绝对值后表示企业融资约束水平(ＡＳＡ)ꎮ 此外ꎬ本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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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参考了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２０１０)的做法ꎬ计算出 ＦＣ 指数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的替

代变量ꎬ用作稳健性检验ꎮ 本文构建模型(２)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ＡＳＡｉꎬｔ ＝α２＋β２ＤＣＧ ｉꎬｔ＋γ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ｉꎬｔ＋δ２Ｙｅａｒｔ＋θ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φｉꎬｔ (２)

(２)式中:ＡＳＡｉꎬｔ表示企业融资约束水平ꎬ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 ＳＡ 指数的绝对值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ｉꎬｔ表示

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控制变量①ꎬ其余变量的定义与模型(１)相同ꎮ 表 ９ 第(１)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企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３ꎬ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ꎬ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呈负相关关

系ꎮ 同时ꎬ本文还用 ＦＣ 指数代替 ＳＡ 指数对模型(２)进行稳健性回归检验ꎬ结果亦未发生改

变②ꎮ
为进一步地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参考江轩宇和贾婧(２０２１)的做

法ꎬ在模型(１)中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水平的交互项 ＤＣＧ×ＡＳＡꎬ并重新回归ꎮ 表

９ 第(２)列展示的回归结果显示ꎬＤＣＧ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ꎬ而交互项 ＤＣＧ×ＡＳＡ 的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ꎬ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随着企业

融资约束水平的缓解而得到加强ꎮ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ꎬ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ꎬ企业

数字化转型确实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ꎮ 这一研究结果回应并证实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ꎮ
２.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选取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ꎬ该指数由深圳迪博大数据

研究中心发布ꎮ 周卫华和刘一霖(２０２２)认为ꎬ该指数可以反映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

制水平与风险管理能力ꎮ 内部控制指数值越大ꎬ表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ꎬ企业的经营

效率也越高ꎮ 本文对内部控制指数加 １ 后取对数值ꎬ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指标 ＩＣꎮ 本文

构建模型(３)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ＩＣ ｉꎬｔ ＝α３＋β３ＤＣＧ ｉꎬｔ＋γ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３ｉꎬｔ＋δ３Ｙｅａｒｔ＋θ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ωｉꎬｔ (３)

(３)式中:ＩＣ ｉꎬ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３ｉꎬｔ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内

部控制质量的控制变量③ꎬ其余变量的定义与模型(１)一致ꎮ 模型(３)还控制了年度及行业

固定效应ꎬ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９ 第(３)列所示ꎮ 结果表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

为０.００５ꎬ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ꎬ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企业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ꎮ
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本文参考江轩宇和贾婧

(２０２１)的做法ꎬ在模型(１)中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互项 ＤＣＧ×ＩＣꎬ并重

新回归ꎮ 表 ９ 第(４)列展示的回归结果显示ꎬＤＣＧ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ꎮ 而交互项 ＤＣＧ×ＩＣ
的系数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

响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ꎮ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可

６２

①

②
③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市值账面比、管理层持股份额、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实际税率(所得税 / 营业收入)、研发与营销信息披露的虚拟变量等ꎮ
为节省篇幅ꎬ回归结果未列示文中ꎬ留存备索ꎮ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上市时间、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机会以及独立董事比例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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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著地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ꎬ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提升效用ꎮ 这一研究结果回应并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ꎮ

　 　 表 ９ 　 　 机制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ＡＳＡ ＬＳ ＩＣ ＬＳ
(１) (２) (３) (４)

ＤＣＧ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２.０７０) (４.５５) (３.５１５) (４.５６)
ＡＳＡ ０.００２

(０.５５７)
ＤＣＧ×ＡＳＡ －０.００６∗∗∗

(－３.４０３)
ＩＣ ０.０１８∗∗∗

(３.１１８)
ＤＣＧ×ＩＣ ０.００７∗

(１.８３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 ２１８ １６ １５４ １５ ８３６ １６ １３４
Ｒ２ ０.３５５ ０.３７６ ０.２１５ ０.３６２

(二)异质性检验

１.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在中国ꎬ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较非国有企业更多的责任ꎬ如维持社会稳定、扩大就业等ꎮ
国有企业的管理往往具有“行政化”的特点ꎮ 此外ꎬ国有企业的劳资合同结构较为稳定ꎬ员工

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在较长时间内变化较小ꎮ 因此ꎬ即使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的

经营效益变好ꎬ员工的劳动报酬亦很有可能无法得到相同比率的提升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

额并未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ꎮ 此外ꎬ本文的样本统计结果显示ꎬ１６ ２００ 个公司－年度

样本中ꎬ约 ５３.７％的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了数字化转型ꎬ６２.３％的非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了数字

化转型ꎮ 显然ꎬ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注重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ꎮ 这些投资包括对技

能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ꎮ 在市场竞争中ꎬ非国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的经营情况、市场环

境和人力资本市场等因素的变化ꎬ灵活调节使用生产要素ꎬ且对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调整也更

频繁ꎮ 因此ꎬ通过数字化转型ꎬ在企业经营效益变好、营收增多的情境下ꎬ非国有企业员工的

劳动报酬比国有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ꎮ
此外ꎬ国有企业相较非国有企业ꎬ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小ꎮ 因而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

约束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ꎮ 具体而言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通过实

施数字化转型ꎬ借助“信息效应”与“曝光效应”ꎬ都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ꎮ 但由于非

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要远大于国有企业ꎬ因而非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在更大程

度上缓解其融资约束水平ꎮ 这也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

应比国有企业更强烈ꎮ
为证实上述分析ꎬ本文将总样本按公司性质分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组子样本ꎬ分

别对模型(１)进行再回归检验ꎮ 表 １０ 第(１)与第(２)列列示了分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对
非国有企业分组ꎬ数字化转型 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为正ꎬ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ꎮ 而对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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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分组ꎬＤＣＧ 的回归系数虽大于零ꎬ但并不显著ꎮ 两组回归的 ＤＣＧ 回归系数通过了

组间差异检验ꎬ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ꎮ 以上研究表明ꎬ对比国有企业ꎬ非国有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ꎮ
２.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地ꎬ我们将总样本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ꎮ 本文划分高新技术企

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为企业是否在样本期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ꎮ 如获得ꎬ则该

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ꎬ否则为非高新技术企业ꎮ 表 １０ 第(３)与第(４)列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ꎬ
对比非高新技术企业ꎬ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较高新技术企业ꎬ非高新技术企业在可供质押

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方面的积累要少得多ꎬ很难借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效应”与

“曝光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ꎮ 因此ꎬ非高新技术企业无法像高新技术企业一样通

过数字化转型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ꎮ 二是非高新技术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时ꎬ相较高新技术企业ꎬ在技术层面更落后ꎬ将数字化转型渗透进组织结构、决策系

统和生产过程的难度更大ꎬ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也要远低于高新技术企业ꎮ 因

此ꎬ对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ꎬ数字化转型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要低于高新技术企业ꎬ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也更弱ꎮ

　 　 表 １０ 　 　 异质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ＬＳ

国有企业
(１)

非国有企业
(２)

高新技术企业
(３)

非高新技术企业
(４)

ＤＣ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６) (３.０７５) (２.８７８) (０.６４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８ ２１９ ７ ９８１ ９ １９０ ７ ０１０
Ｒ２ ０.３９７ ０.３４３ ０.３３５ ０.３９４
Ｃｈｉ２(ＤＣＧ 组间差异检验) ３４.４７ ４.２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地

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ꎮ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ꎬ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ꎮ 我们的机制

检验表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约束

的缓解减少了企业资本支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挤占ꎻ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

提高而增加了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水平ꎮ 异质性研究发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效用对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更为明显ꎮ 我们通过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

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相关领域的研究ꎬ还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意

义:第一ꎬ进一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一方面ꎬ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

约束ꎬ对解决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ꎻ另一方面ꎬ企业数字化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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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ꎬ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

方面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ꎮ 当前ꎬ在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谋求高质量

发展的背景下ꎬ企业无论是从练好内功还是增强外援的角度出发ꎬ数字化转型都不失为一种

有利的选择ꎮ 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建立ꎬ企业能保持并提升竞争力水平ꎮ 第二ꎬ进一步促进企

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发展ꎮ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ꎬ高新技术企业相较非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更高的劳动力雇佣水平ꎬ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ꎮ 促进企业的技

术改造与研发创新ꎬ一方面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铺垫了技术基础ꎬ降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投

资成本ꎬ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ꎻ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技术工作岗位数量ꎬ提高

了企业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水平ꎬ提升了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水平ꎮ 因此ꎬ企业应积极提

高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平ꎬ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ꎬ从而提高劳动力雇佣水平ꎬ进而促进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ꎬ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ꎮ 第三ꎬ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意识到数字经济

时代的来临ꎬ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条件ꎮ 首先ꎬ政府部门应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及配套的公共服务ꎬ如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等ꎻ其次ꎬ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信息传递效率ꎬ建立

和健全有效的信息披露体系制度ꎬ以此增强数字化转型的“信号效应”与“曝光效应”ꎬ实现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ꎬ增强“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ꎻ最后ꎬ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促进劳动

力市场的高质量发展ꎬ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职业技能水平与平均受教育水平ꎬ并形成公

平合理的劳动力市场ꎬ为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保障ꎬ从而促进企业劳动

力雇佣水平的提升ꎮ 因此ꎬ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推动ꎬ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ꎬ必将进一

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ꎬ使广大劳动者分享到更多的经济成果ꎬ促进共同富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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